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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贵州汉族移民及其对少数民族地区

人文生态建构的影响

廖　荣　谦 ＊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明朝政府出于防守云南和开发边疆的目的，通过军事移民、政治移民和商业移民三种方式，使得

大量中原汉族移民迁徙贵州。来自各地的移民将其所属的强势文化带至贵州，与本土文化互相碰撞，相互融

合，促进了贵州的人文生态的整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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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的汉族移民由来已久，大致可以追溯至春
秋战国时期。但真正有史可考的最早的汉族移民，
当始于庄蹻入滇。自战国时期庄蹻入滇至元末明
初，随着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不断有汉
族移民迁入贵州。但总的来说，这些移民大多是伴
随着军队征战被迫而来，自发移民极少。同时，由于
贵州远离中原政权中心，各代王朝因为各自实力的
强弱而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控制力有所不同，再加上
各朝统治者对贵州的开发都不够重视，所以迁入贵
州的汉族总量不多，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不能从根
本上改变贵州的民族构成成分，在夷多汉少的情况
下，这些外来移民为了生存，不得不随乡入俗，变俗
易服，最终被少数民族同化，其后裔也被视为少数民
族了。明代由于平定云南和固守边疆的战略需要，
明朝在贵州派重兵驻守，因卫所的设置而带来了大
批从事商屯和民屯的汉族移民。随着外地移民的不
断增多，外来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不仅使贵州的民
族成分发生了改变，也极大地促进了本地区社会、经
济、文化的发展，促使本地的人文生态发生了变迁。
一、明代贵州的汉族移民

明朝初年，云贵大部分地方仍为元朝残余势力
所控制，元梁王巴匝剌瓦尔密盘踞云南，依靠部分土
司力量负隅顽抗。待扫清中原与北方元朝势力后，
朱明王朝着手经营西南边疆地区。在明朝平定云南
的战略部署中，朱元璋意识到了贵州“襟川带粤，枕
楚距滇”的重要战略地位，因此确定了“先安贵州，后
取云南”的战略方针。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开始
在贵州驻扎重兵，建立卫所，为收复云南作准备。洪
武四年（１３７１），在贵州设立贵州卫（治今贵阳）和永
宁卫（治今四川叙永）二卫，均隶于四川都司，与成都
卫和武昌卫形成犄角之势，控制整个西南地区。洪
武十四年（１３８１）九月，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
军，蓝玉、沐英分别为左、右副将军，率兵三十万，兵
分两路往征云南。仅半年时间，明军即平定了云南
及贵州境内的元朝残余势力。
为了巩固胜利果实，加强贵州的军事防务，洪武

十五年（１３８２），明政府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建立
了贵州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军事机构。洪武二十六年
（１３９３），定天下都司卫所，在今贵州设二十四卫、二
直隶千户所，分属于贵州都司和湖广都司。贵州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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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领十八卫、二千户所，即贵州卫、永甯卫、普定卫、

平越卫、乌撒卫、普安卫、层台卫、赤水卫、威清卫、

兴隆卫、新添卫、清平卫、平坝卫、安庄卫、龙里卫、安
南卫、都匀卫、毕节卫、黄平和普市千户所［１］卷９０。湖
广都司领六卫，即镇远卫、平溪卫、清浪卫、偏桥卫、

铜鼓卫、五开卫［１］卷９０。以贵阳为中心，贵阳以西的
为“上六卫”，即威清卫、平坝卫、普定卫、安庄卫、安
南卫、普安卫；贵阳以东的为“下六卫”，即龙里卫、新
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都匀卫；贵阳西北一
线的为“西四卫”，即乌撒卫、毕节卫、赤水卫、永宁
卫；湖广都司所属六卫，因地处贵州东部边缘，所以
称为“边六卫”。洪武后，历代政府又对贵州的卫所
有所调整，将千户所增至２４个。

按明代军队常规编制，每卫额定５６００人，千户
所额定１１２０人，那么，明初贵州都司所设立十八卫、

二所的人数达１０万之众。实际上，明初驻扎在贵州
各卫的军人名额与户口数远远不止１０万，各卫所具
体人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明代贵州各卫所军人数量

卫所名称 原额编制／名 实际户数／户 实际人口／口
贵州卫 ５７０４　 ２３１６　 ５３７９
贵州前卫 ６８８６　 ２９６４　 ６２３７
龙里卫 ７３８８　 １１１６　 ５２４５
新添卫 ５９７８　 ２３５７　 ２１９７７
平越卫 ６９７５　 ３１０５　 ２１９７９
清平卫 ９８０３　 ８９７　 ２１８４
兴隆卫 ８６６１　 １０９４　 ３９１５
都匀卫 ７１６９　 １３１２　 ２１１１３
威清卫 ５９６０　 ６０３５　 １３７５８
平坝卫 ５８９０　 １６１７　 ６０６６
普定卫 ８８６４　 ６５６５　 ２４４７０
安庄卫 ９９７６　 ７８７６　 ４８８５７
安南卫 ５７７９　 ２４８６　 ６８９２
普安卫 ３００９３　 ２６５６　 ６９９８
毕节卫 ６６４１　 ２８８５　 ６６４１
乌撒卫 ９３３８　 ３５５１　 ８３５５
赤水卫 １０３０７　 ５６１５　 ３３６８２
永甯卫 ５９４２　 ６７８９　 １５２４７
黄平千户所 １１２９　 ５４７　 １４６７
普市千户所 １４４５　 ４９３　 １３８９
合　计 １５９９２８　 ６２２７６　 ２６１８５１

　　（资料来源：原额编制数见嘉靖《贵州通志·兵防》卷四，

实际户数与人口数见嘉靖《贵州通志·户口》卷三。）

由表１可知，贵州卫所驻兵原额均已超过全国
规定的编制数量，总数达１６万余人，如果再加上隶
属湖广都司的六卫，实际户数将达８万余户，实际人

口将达３５万余丁口。按明制，一人在军，必须全家
同往，若无妻室，予以婚配。按平均每家４口计算，

保守估计驻防贵州的军户约有百余万人。明代规
定，本籍军户一般不在本地卫所从军，所以这百余万
人基本都是从外地迁入贵州的，大多来自于江西、湖
广、安徽、江苏、四川等省。

元末明初，全国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战乱，社
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大量土地荒
芜。为了解决如此众多的军人及家属的军饷和温饱
问题，朱元璋仿照唐代的府兵制，“立民兵万户府，寓
兵于农”，下令奖励屯田垦荒，要求“天下卫所州县军
民皆事垦辟”，在卫所实行军屯制度，兵士“三分守
城，七分屯种”［１］卷７７。据嘉靖《贵州通志》载：“贵州
布政司官民屯田通共四十二万八千六百五十九亩七

分五厘三分五坏，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六栳，陆地通共
五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七亩四分六厘一毫。”［２］卷３由
于贵州的卫所主要设置在由湖广通往云南和由四川

通往云南的驿道沿线，所以屯戍的兵士及其家属基
本上都分布在驿道干线周边。
明正德以后，朝廷政治腐败，屯田多为内监、军

官占夺，卫所制度逐渐废驰，军户大量逃散，据万历
《贵州通志》载，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查存贵州都司，

仅有５９３４０户、１８４６０１丁口，比原额减少了１２９３３
户、７７２６８丁口［３］卷１９。由于明代对军户管理非常严
格，凡列入军籍后，父子相承，不得脱籍，如有脱籍的
逃户，必须抓捕回卫，予以重惩，“凡军、匠、灶户，役
皆永充。军户死若逃者，于原籍勾补”［１］卷７８。所以
这些逃军只好潜入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
与当地少数民族结婚成家，成为“汉父夷母”或者“夷
父汉母”。未逃散者仍世代屯种，久而久之，遂成土
著，如今安顺、平坝、镇宁、长顺一带尚居住有二十余
万当时屯戍此地军士的后裔，他们集结而居，成为
“屯堡人”，仍保留着明代的语言、服饰、婚嫁、丧葬等
习俗，世代相传，与后来迁入贵州的汉族及当地民族
均有不同。

明代的屯田，除了军屯外，还有民屯和商屯。民
屯的基本原则是“移民就宽乡”，即由国家力量组织
稠密地区（狭乡）农民向地广人稀的云贵等边疆地区
（宽乡）流动，以解决江南、川湖等地区人多地少的矛
盾，同时可以增加开发边疆地区劳动人口数量，最终
达到“以夏变夷”，巩固西南边疆的目的。这就是所
谓的“调北填南”、“调湖广填贵州”。洪武六年
（１３７３），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上疏：“宁夏境内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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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
招集流亡屯田。”［１］卷７７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
开始了明代边疆地区的屯田。民屯的另一种途径是
由政府“招徕游民”或“以罪徙实之”。这两种途径的
民屯均由各级官府组织，发给耕牛、种子、农具，而且
给予政治优待，耕种三年后才开始纳税。民屯导致
大量外地移民迁入贵州，据嘉靖《贵州通志》统计，嘉
靖时，贵州布政司所属各府、州、县，民户已达５６６８４
户，２５０４２０丁口［２］卷３，数量仅次于军屯。

由于贵州卫所驻军人数太多，仅凭军屯和民屯
解决粮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明初，采取招募盐商
于各边地开中的办法，即招募各地商人运送粮食来
贵州换取盐引，或者由商人招募农民于贵州开荒，将
所产粮食交给各卫所作为军粮，各卫所按所收粮食
的数量向粮商发放相应盐引，商人凭借盐引在产盐
地区换取食盐销售获利。因贵州素不产盐，贵州的
食盐主要来源于四川、湖广、云南以及江淮地区，政
府利用“盐引开中”的政策吸引了大量上述地区的商
人来到贵州经商，由是商屯大兴。

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六年二月壬辰，贵州卫
言：“岁计军粮七万余石，本州及普宁、播州等处发征
粮一万二千石，军食不敷，宜募商人于本州纳米中盐
以给军食。”从之［４］《太祖实录》卷７９。永乐十一年四月丁卯
（十九）（１４１３年５月１８日），贵州都司言：“所属卫
所储粮不敷，宜如洪武中例开中纳盐、粮。然先定川
盐并云南黑盐井每引输米一石五斗，安宁井引二石，

今本地米价翔贵，宜减轻募商中纳为便。”从之。命
比照初例各减五斗［４］《太宗实录》卷８８。景泰元年二月乙未
（二十）（１４５０年４月２日），“命户部于贵州等处召
商纳米中盐。淮盐：贵州在城仓每引米二斗，普定等
卫仓每引米二斗五升；浙盐：贵州在城仓每引一斗五
升，普定等卫仓每引二斗；四川井盐：贵州在城仓每
引一斗五升，普定等卫仓每引二斗；云南井盐：贵州
在城 仓 每 引 三 斗 五 升，普 定 等 卫 仓 每 引 四
斗”［４］《英宗实录》卷１８９。“盐引开中”之法作为军屯的补
充，有效缓解了明初军中粮食紧缺的问题，减轻了当
地民众的赋税负担。正如普安军民指挥使周骥言：
“自中盐之法兴，虽边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

于军储不为无补。”［４］《太祖实录》卷１９７明代中后期，因官吏
的贪腐等原因导致全国盐政废驰，贵州的盐引开中
也因此日益萎缩，但因开中所招致的汉族商人群体
的数量却是非常庞大的。与此同时，贵州丰富的矿
产资源也吸引了大量商人前来开采，如嘉靖《思南府

志》载：“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 多 殷
富。”［５］卷１此外，铜仁、锦屏的金银矿也非常富足，因
黔东北紧邻湖广、巴蜀，有乌江便利的水上交通，故
黔东北地区成为当时各地客商的汇集之地，商业非
常发达。这些商人中的一部分因为婚姻等原因在贵
州定居下来，成为移民的一部分。

冉光芬将明代贵州移民的种类分为四类：军事
移民、商业移民、政治移民、自发的流徙民［６］。可以
将上述因军屯而导致的移民归之为“军事移民”，商
屯归之为“商业移民”，民屯和受朝廷派遣在黔地任
职和遭贬谪入黔的官吏则纳于“政治移民”一类。自
贵州设省之始，在改土归流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流官
统治的范围，府、州、县等机构经过几番调整，据《贵
州古代民族关系史》统计，终明之世，贵州布政司领
有１０府，下属９州、１４县和数十长官司［７］，贵州都
指挥使司拥有２４卫、２直隶千户所，朝廷每年都要
派遣大量官吏前往任职。冉光芬据民国《贵州通
志·职官表二》统计，从永乐十一年建省至明末崇祯
间（１４１３－１６４３）这二百三十年里，“在贵州任省级机
构的文职官员１１３７人，其中总督２７人，巡抚８３人，

巡按１７８人，布政使８８人，参政１２８人，参议１５３
人，按察使１０２人，按察副使及学政２１２人，分巡道
及佥事１６６人。如果加上各府、州、县的各级机构官
员、杂役以及各类武官，那么派遣至贵州的流官数量
也是比较庞大的”［６］。按明代职官制度，明代实行异
地任官，“洪武间，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
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官外，不得官本省，亦不
限南北也”［１］卷７１。这些流官主要来自四川、浙江、江
西、湖广、江苏、福建六省，虽然这些官吏任满即升迁
至他处，但朝廷又会源源不断派遣其他官吏前来，所
以这批人也构成了一个流动的移民群体。

在这些流官中有一些身份特殊的人群，这些人
因忤逆当朝权贵或得罪上官而被贬谪到贵州，或随
父贬谪贵州而后占籍本地。这个群体人数虽然不
多，但不乏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张翀等。这
些贬官中，有些不久就被赦免或升迁，但也有一些终
身没有机会离开贵州，有一些官员退休后定居于贵
州，这些人和其后代均构成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乾隆《贵州通志》载：“孔文，圣裔，洪武初以知府戍
贵州。卒，子孙遂家焉。”“金镇贵，江南人。以木商
采办木料至贵州，会水西苗叛，镇贵尽输商钱助军需
有功，历升至总兵。致仕，遂家于开州。”“张伯裕，诸
城人。洪武间举贤良方正，知潼关县。以鲠直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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谪安顺州吏目，遂家焉。”［８］卷３２

随着移民不断增多，外来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大，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汉多夷少”的情况，思南府知
府洪价曾说：“入我皇明永乐以来，始革去宣慰氏而
设郡立学，于是土著之民无几而四方流寓者多
矣。”［５］《思南府志后序》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旧为苗夷所
居，自祐恭克服以来，芟荑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
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翼，各司
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富足夸
诈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进，亦
渐超于浮薄。”［５］卷１表明各地移民进入贵州以来，仍
保留了鲜明的中原主流文化的特色。

综上所述，明代贵州移民的主体部分是军事移
民，其次是政治移民，再次是商业移民，大部分是由
政府强制迁入贵州的，自发迁徙入黔的移民不多。

从移民的民族构成来看，主要是汉族，也包含有少量
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回族等。从移民的来源来看，大
多来自中原及江南，其中以江西、四川、湖广、江苏、

安徽、福建等地为多，也有些来源于山西、山东、陕西
等中原地区。从移民的分布范围来看，军事移民和
商业移民主要分布于驿道交通沿线地区，而政治移
民则主要分布于中央控制的流官统治区域。来自各
地的移民将其所属强势文化带至贵州，与贵州本土
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贵
州高原文化。

二、汉族移民与贵州人文生态建构
汉族移民的纷至沓来，使明代贵州的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
现在：

（一）汉族移民改变了贵州的人口构成成分
战国时期至元末明初贵州的汉族移民情况表

明，这一时期的汉族移民的组成成分主要是政策性
移民，其中大多数人为各卫所军屯士卒及其后裔，此
外，因罪或得罪权贵而充军发配及应募之人也占有
一定比例，汉族移民迁入贵州的规模往往受制于中
原政权对这一地区的重视和控制程度。这一时期移
入贵州的汉族人口数量相对有限，根本改变不了原
有的人口构成成分，甚至有些汉族移民进入贵州以
后被逐渐“夷化”，成为新的少数民族，所以这一时期
中原的汉文化对贵州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作用与影

响尚未达到主导地位。

明代中后期以来，汉族移民对贵州的影响日益
加重，除军事移民外，因政治和商业贸易等原因迁入

贵州的汉族人口逐渐增多。据《嘉靖思南府志》载：
“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皆宣慰氏
之羽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

颇以富足夸诈相高。”［５］卷１汉族移民的发展壮大，甚
至左右了当地的政治力量。《明实录·穆宗实录》

载：“其贵竹长官司所辖，皆流寓子孙。”［４］卷２１另郭子
章《万历黔记·舆图》载：贵州宣慰司“本司隶籍人
民，多来自中州”，新添卫 “附郭旧人，迁 自 中
州”［３］卷４。据《嘉靖贵州通志·户口》统计，贵州布政
司所属各府州县，民户计 ６６６８４ 户、２５０４２０ 丁
口［２］卷３。这些民户为编入里甲的人口数，而明代少
数民族归当地土司所管，尚未编户齐民，所以这个庞
大的人口数当为历代汉族移民的后裔，及明代因民
屯、商屯及自发迁入贵州的汉族人口。大量中原与
江南的汉族移民纷纷涌入贵州，汉族移民的轨迹沿
着交通主干道逐渐渗透到边远山区，逐渐改变着贵
州的人口构成成分，有些地方汉族人口甚至占据主
导地位，出现了汉多夷少的情况。

（二）汉族移民改变了贵州落后的经济结构
元明之际，贵州农业生产最突出的问题是地广

人稀，劳动力严重不足，农业技术落后，“贵州山深地
僻，非无田之患，而无民之忧”［２］卷３。贵州因逐步吸
纳了政策性移民以及自发迁入的汉族人口，形成了
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不但增加了大批劳动力，而且
以人为载体，把中原、江南及邻省的先进生产技术带
进贵州，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的落后的农业生产方
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贵州的开发起了重要作
用。

明代前期，由于地广人稀，耕作技术落后，除地
形相对平坦的坝子被开垦为农田以外，广大山区仍
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正德年间，王阳明贬
谪贵州时，在《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
怀》中记道：“山荒聊可田，钱镈还易办。夷俗多火
耕，仿习亦颇便。”［９］牛耕技术在中原地区早已十分
普遍时，在贵州却是一种新兴的技术。据史书记载，
贵州虽然很早就已经养牛，但并不用于耕田，而是把
它作为财富的象征，或作为婚姻的聘礼，或用作祭祀
的牺牲。据《嘉靖贵州通志·风俗》记载，苗人“耕不
挽犁，以钱镈发土，耨而不耘”。程番府上马桥土人，
“耕则不以牛具，以木锹播殖”［２］卷３。自汉族移民将
先进的牛耕技术传入以后，牛耕技术渐次推广，这在
农业生产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至明末徐宏祖
来到贵州时，交通沿线及坝子周围的土地大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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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牛耕开垦为农田。他在《徐霞客游记·西南游
日记七·贵州》中记道：从贵阳青崖西北行“两山夹
中，夹底平洼，犁而为田”；普安老鸦关西南，“坠壑下
盘，丘垤纵横，皆犁为田”［１０］卷５。说明至明末时，贵
州所属的中洼之地、平旷之区均已“犁而为田”，水田
的开垦已由平坝向坡地扩展，凡有水源之地，便尽量
开成水田。在缺乏水源、坡度较大的山地，便开垦为
土，种植玉米、小麦、豆类等经济作物。

随着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作物种类日益呈现
多样化。如明末，玉米、洋芋、小麦、番薯等粮食作物
和棉花、甘蔗、烟叶等经济作物随移民一起传入贵
州。天津人母扬祖在任绥阳县令时，将黍、稷与小麦
等农作物品种带至贵州，四川陈姓汉族移民将大红
袍桔子带至兴义地区。种植的多样化改变了贵州地
瘠产薄的局面，解决了人们的粮食问题，使得明代贵
州人口数量得到大幅度的增长。同时，水利设施有
了明显改善，各种用于灌溉的堤坝渐次修筑，著名的
如贵州宣慰司的长丰堰、都匀府的胡公堰、龙里卫的
纸局坝等，甚至在一些地势较高处还装上了水车。

水利设施的修建，改变了以往靠天吃饭的状态，为农
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外，手工业和采矿业也有了新的进展，商业逐

渐兴盛起来。如黔东北地区的镇远、思南和铜仁三
府，地与四川、湖广接壤，是湘黔驿道的必经之地，河
流星罗棋布，水运资源丰富，商业异常繁盛。镇远
“当滇黔门户”，云南的货物，如铜、锡等多在此集散，
“商贾辐辏于此”［１１］卷５，来自南京、江西及湖广的大
量商人在此结集为市。这些外地商人大多定居于
此，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思南“上接乌江，下通楚
蜀”，为“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５］卷１。陈鼎《滇黔游
记》载：“黔中诸郡皆荒凉，惟思南府最盛，有水道通
舟楫，货物俱集而人文亦可观，较之石阡、思州有天
壤之隔。”思南被称为 “商旅之康庄，舟车之孔
道”［１２］，商业堪称繁荣。《嘉靖思南府志》载：“府旧
为苗夷所居，自佑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至今居民
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陕西皆宣慰氏之羽
翼，各司正副官与里之长是也，多巨族，负地望，颇以
富足夸诈相高。江西皆商贾宦游之裔，多读书，乐仕
进，亦渐趋于浮薄。婺川有砂坑之利，商贾辐辏，人
多殷富。”［５］卷１城中多有“商贾宦游之裔”，又有“砂坑
之利”，所以外地商人聚集于此，形成一个商业活动
中心。铜仁“郡居辰沅上游……舟楫所商，商贾所
集，化行俗美，风景犹类中州”［１３］卷２。铜仁不仅水路

便捷，而且物产丰富，当地盛产朱砂、水银，省溪、提
溪二司出产黄金，铜仁、省溪二司出产铁矿，商业日
渐繁荣。多种经济经营模式的开展，彻底改变了贵
州单一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改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
生活方式。

（三）汉族移民加速了汉文化在贵州的传播
由于汉族移民大多来自于两江、两湖、四川、陕

西等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自古以
来就有优良的读书习礼的习惯。明代政府一方面为
满足他们及子孙后代的文化教育和科举入仕的需

求，使他们世世代代能够在贵州安心定居下来，另一
方面想通过他们带动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文化，达到
用夏变夷的目的，于是不遗余力地在贵州推行儒学
教育。

明代自洪武时期就按照“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
以学校为本”的方针，要求各级地方官吏重视教育，

并将办学业绩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一项重要内容。

朱元璋把“移民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
先”定为安边的基本国策，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
同时，通过儒学的教化作用，使边疆少数民族接受封
建礼教，从而归顺朝廷。所以，明朝历代皇帝均把推
行儒学教育作为巩固边疆的长治久安之策，凡政治
力量能达到的地方，皆设学官，建立学校，修建孔庙，

开设科举，体现政府“怀柔远人”之意，达到“建学校
以化夷”的目的。

明朝廷派遣至贵州的这些流官，有正式任命的
地方政府官员，如蒋廷瓒、万士和、郭子章、徐樾等，

也有因触犯权贵而被贬谪流放至贵州的“罪臣”，如
王阳明、张翀、邹元标等。他们大都饱受儒学教育，

绝大多数是进士或举人出身，而且多数来自中原和
江南地区，他们是朝廷在边疆地区统治的重要力量，

更是儒学的忠实传播者。他们均能自觉实践儒家的
文化理想，通过重文兴教、移风易俗等一系列措施，

在执行中央法令的“吏”的功能的同时，又能发挥
“师”的教化功能，将儒家大传统逐渐渗透到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日常生活之中。他们以振兴贵州
文教为己任，极力推动贵州的教育发展，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在贵州的穷乡僻壤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办
学热潮。据统计，明代贵州共建官学６８所，其中司
学８所、府学１５所、州学６所、县学１２所、卫所学２７
所。另外，还创办了专门从事讲学的书院４７所。学
校和书院的兴建，在贵州树立了一股良好的读书向
学的风气，为贵州培养了大批儒学人才。明代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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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教育的蓬勃兴起，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
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以学校为中心传播中
原文化，包括诗词、医药、历算、蚕桑、农书等在内的
汉文化随之兴起，人们纷纷按照中原模式进一步开
发贵州。二是在官学和书院的推动下，广大的城市
和乡间普遍办起了社学、私塾，文化普及率逐渐提
高，甚至在土司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如易
贵、田秋及宋昂、宋昱兄弟等。三是土司子弟接收汉
文化洗礼后，政治上不断向流官靠拢，对巩固明朝在
贵州的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后来
大面积的改土归流奠定了思想基础。

（四）汉族移民促进了当地风俗习惯的变迁
元代末年，虽然中央政权将西南地区纳入元朝

的统治，但直至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贵州仍分属邻
近的湖广、四川、云南三省。除了在少部分与内地比
较接近的地区建立流官统治外，大多数地区则因其
社会经济相对落后，且系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只能
封赏当地势家大姓作为土官来实现其间接统治。明
代承袭元制，仍然实行土流并治的政策。元代在今
贵州境内设立大小土司三百余处，明代对其加以归
并和改置，但仍有大小数百余家土司。少数民族地
区长期处于土司统治之下，地理环境极为封闭，所以
明代初年，贵州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封建领主经济
阶段，有些地区甚至还保留着某些奴隶制和原始社
会残余，经济文化水平非常原始落后。如都匀府都
匀司：“其地近于烂土，春阳多瘴 。夷性狡猾，不通
汉语，率皆草衣木食。出入负刀弩，好斗杀，重财轻
命。男女无别。死则杀牛祭鬼，集其种类，击鼓唱歌
而乐。”独山州丰宁司仲家：“不通汉语，借贷结绳为
记。科头跣足，笼鸡贸易，架楼而居。饮食多不洁，

器用与犬豕同。婚姻用牛马，有丧击铜鼓举哀。”镇
宁州的少数民族甚至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
活［２］卷３，风俗习惯还处于非常原始的状态。

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和儒学教育的兴起，

当地风俗习惯为之一变。据《嘉靖贵州通志》中记
载：“阳明王守仁寓贵时，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

贵州布政司宣慰司“文教丕振，风气和平，礼乐文物
与中州诸大藩等，王化大行”；宣慰司“洪边宋家其始
亦中州裔，久居边徼，衣冠俗尚少同华人，男女有别，

授受不亲，其于亲长亦知孝友”；贵竹司“风俗淳厚，

率多尚礼，以耕为乐，不喜华靡，尤重于婚丧，有中州

遗风”；青山司花仡佬“衣服语言颇有易其习，亦风教
之所渐也”；思州府“夷民丕变，颇精儒业”；思南府
“渐被华风，饮食言语，素所服习。椎髻之俗，悍劲之
性，靡然变易矣”；婺川县“渐知读书”；朗溪司峒人
“近来服饰亦颇近于汉矣”；黎平府“衣冠习尚，一同
华风”；新添卫“皆读书尚礼，亦知慈孝友恭之善焉”。

兴隆卫“成化间，经历李文祥左迁于此，革去淫祀，遏
绝浮屠。后郡人布政周瑛崇用朱氏家礼，冠婚丧祭，

悉举行之，观感之余，多仿效”。平坝卫杨义司“其民
皆苗、佬、仲家，性凶狠，好斗轻死，不知礼义。迩来
渐知服役官府，衣服、言语稍如华人矣”［２］卷３。中原
移民的到来和儒学的传播，彻底改变了贵州原始的
知识传承习惯和风俗习惯，中原移民的文化教育传
统和知识结构到明末时，已经成为贵州大部分地区
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形态。

三、汉族移民给贵州带来的负面影响
贵州自古以来便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大量移

民的迁入，客观上丰富了贵州人文生态的内涵，但与
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因素。

明初卫所和屯田制度的设立，大量卫所官兵和
外地移民突然进驻贵州，使贵州的人口猛然增加，且
卫所和屯田大多分布在驿道干线上，交通便利，地形
平坦，如此势必挤占原住民有利的生存空间，使得大
量的少数民族只好被迫迁移到交通闭塞的深山老林

当中，过着世代贫困的生活。因民屯和商屯而来的
汉族移民则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而成为地主，贫
富差距不断扩大，而当地少数民族则不断丧失土地，

沦为汉族地主的佃户，以地租的形式受到封建地主
的残酷剥削。甚至有些地方官员与土司首领互相勾
结，在其统治辖域内，利用手中的特权强占民田，霸
占民女，任意残杀土民，对土民实行残酷统治，造成
了严重的阶级对立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
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起义。

明初虽采取了一些控制和稳定贵州地区的措

施，但在明王朝建立不久，在一些地区就不断爆发人
民反抗斗争。洪武十一年（１３７８）至十八年（１３８５），

湘、桂、黔边区的侗、苗族人民因屯军侵占田土，又加
以沉重的苛捐杂税，逼得当地民众走投无路，在吴勉
的领导下，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洪武二十四年
（１３９１）十一月，“五开洪州泊里、银濑、巴黄洞蛮作
乱，命后军都督佥事茅鼎率长沙、永州、宝庆、衡州、

靖州五卫官军，会前军都督佥事何福等讨之”。半月
后，又有“五开堂崖诸洞苗蛮作乱”［４］《洪武实录》卷２１４。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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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三十年（１３９７）三月二十八日，林宽领导了古州侗
族人民起义。
贵州建省后，明王朝加强了对贵州地区的统治，

但由于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人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
伏。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六月，思州台罗等十四寨苗
普亮等，及洪江、洪陂等寨苗普罗哲等二千余人进攻
镇远、清浪卫，次年初才被镇远侯顾成等镇压下去。
宣德二年（１４２７），水西阿闭妨宜带领八千余人举行
抗税运动，宣德五年（１４３０）八月，乌罗府知府严律己
奏称：“所属治古、答意长官司长官石各野等聚众出
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石鸡娘并筸子坪长官
司吴毕郎等作乱。”［４］《宣宗宣德实录》卷６９他们把斗争的矛
头对准了明朝的贪官污吏，湘黔边境的苗民均群起
响应。嘉靖十八年（１５３９），由于地方官吏与当地土
司狼狈为奸，在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爆发了长达
十多年的人民反抗。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广西怀远瑶
族举事，贵州瑶族均起而响应。这次瑶族的反抗斗
争规模很大，历时三年之久，明廷震动很大。万历三
十六年（１６０８），阿包、阿牙领导定番州、金筑安抚司
一带的布依先民举行武装斗争。四十四年（１６１６），
定番州又以老蜡鸡为首率领布依先民反抗官军。虽
然上述少数民族起义在强大国家军队的镇压下均告

失败，却极大地动摇了明朝政府在贵州的统治。
虽然移民的大量迁入导致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总的来说，汉族移民的到来使贵州的人文生态发
生了巨大的变化，为贵州的进一步开发创造了有利
条件，给该省带了新的生机，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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